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

———基于 “双循环” 视角的机制研究

钱薇雯　 　 董银果

摘要: 地理标志代表着区域特色农产品的特定品质和良好声誉, 是 “双循环”
格局下稳定农产品出口的一剂良方。 本文在理论分析地理标志认证对农产品出口

影响机理的基础上, 基于 2000—2016 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 构建多时点双重差

分模型, 实证检验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 (1)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显著提升了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 且

对集约边际的效应大于扩展边际, 这一结果在经过安慰剂检验、 反事实检验和多

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2) 从产品层面看,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水果出口的

影响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展开, 而对蔬菜出口的推动则主要通过扩展边际。 (3) 中

国农产品出口到地理标志禀赋丰富的国家对出口二元边际作用更大, 相比于出口国

单边, 贸易双边均拥有互认产品更能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增长, 而进口国

单边拥有互认产品则会形成贸易壁垒。 (4) 机制检验表明,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

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是在 “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作用下产生的: 在国内市

场, 通过内需驱动, 发挥本地市场效应, 促进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 在国外市场,
通过质量升级, 突破出口壁垒, 并通过信号传递, 激发进口需求, 提高农产品出口

二元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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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入世以来, 中国积极实施农产品 “走出去” 战略, 2001—2022 年中国农产品

贸易额由 279 亿美元增至 3343. 2 亿美元, 增长了近 11 倍, 年均增速约 12. 6%①,
目前已居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 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地位。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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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国, 与欧盟农产品贸易规模也逐年扩大。 2021 年

中国与欧盟进出口总额达 828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7. 5%①。 然而, 与农产品贸易

大国地位不相匹配的是, 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仍然较低。 随着国际市场农产品准入

的质量门槛不断提高, 中国出口农产品频繁遭受以质量不达标为由的扣留和退运。
2022 年上半年,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共通报了来自中国的产品 172 例,
其中农食产品 75 例, 同比增加 10. 3%, 占中国被通报产品的 43. 6%②。 可见, 质

量问题已成为阻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 也导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2013
年中国对欧农产品贸易首次出现逆差, 2021 年贸易逆差达 178. 39 亿美元。 为了提

高出口农产品质量, 提升其竞争力, 2017 年原国家农业部发布了 《特色农产品区

域布局规划 (2013—2020 年) 》③, 提出加快推动优势区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

设, 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 提高产品品质, 做大做强优势区特色品牌产品, 将特色

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出口竞争优势。
地理标志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GI) 农产品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 历史积

淀和人文传承, 具有独特的品质, 在市场中能够获得较高溢价。 地理标志认证也成

为推进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措施 (苏悦娟, 2013) [1] 。 近年来

中国不断加大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 修改并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对

话与合作, 谋求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地理标志产业贸易格局。 2007 年, 中国与欧

盟启动中欧 “10+10” 地理标志互认试点项目, 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欧

盟代表团正式交换了申请在对方市场进行保护的 10 个地理标志产品相关文件, 这

些产品于 2012 年 11 月全部获得彼此的认证。 中欧 “10+10” 地理标志互认产品也

显示出良好的出口贸易势头, 中国对欧盟出口额从 2012 年的 1. 083 亿美元增至

2013 年的 1. 623 亿美元, 增长了 49. 84%。
理论上,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一方面有助于高品质产品的产业化生产和市场化供

给, 另一方面有助于地理标志产品更好地进入和拓展欧盟市场, 为促进农产品出口

提供了重要契机, 成为推动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建立与中国农产品出口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力量 (李猛, 2021) [2] 。 而现实中,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是否真的能够促

进农产品出口? 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 更好地利用地理标志这把 “保护伞”, 扩大

名优特农产品出口, 在当前背景下对进一步推动国家间地理标志互认, 提升特色农

产品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两类文献。 第一类文献是关于国际贸易中质量信息

不对称问题的研究。 产品质量在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市场交易中普遍存在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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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Akerlof, 1970) [3] 。 在实践中, 企业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包括质量认证

(Marette
 

and
 

Crespi, 2003) [4] 、 广告宣传 ( Milgrom
 

et
 

al, 1986) [5] 、 品牌创立

(Andersen, 1994) [6] 、 集体声誉等。 Tirole (1996) [7] 最早提出集体声誉的概念,
集体声誉充当了识别企业和产品质量的有效手段 ( Costanigro

 

et
 

al. , 2012[8] ; Mc-
quade

 

et
 

al. , 2016[9] ), 例如地理标志认证、 区域公用品牌声誉都是农产品集体声

誉的主要表现形式 (董银果和高小龙, 2020) [10] 。 地理标志代表的质量声誉能有效

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 (Landes
 

and
 

Posnerr, 2003) [11] , 从而产生溢价效

应 (Grossman, 1981[12] ; Kreps
 

and
 

Wilson, 1982[13] )。 但与此同时, 地理标志由

集体共享共建, 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 集体内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容易使集体行动

陷入困境, 造成 “公地的悲剧” (Olson, 1965) [14] 。
第二类文献是关于地理标志对贸易影响的研究。 地理标志通过区域性专门化、

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以及树立品牌形象, 不仅能有效激励企业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

(邓启明等, 2011[15] ; Merel
 

and
 

Sexton, 2012[16] ), 简化检验检疫和通关手续 (王

笑冰和林秀芹, 2012) [17] , 突破绿色壁垒, 而且更容易受到国外消费者的青睐 (鲁

钊阳, 2019) [18] , 从而具有更高的出口单位价值 ( Agostino
 

and
 

Trivieri, 2014[19] ;
冯馨, 2018[20] ; Filippis

 

et
 

al. , 2022[21] )。 也有研究发现, 地理标志对贸易的促进

效应存在地区、 行业和企业的异质性。 地理标志对高收入国家 ( 张米尔等,
2022) [22] 及地理标志禀赋相近的目的国市场 (Raimondi

 

et
 

al. , 2019) [23] 、 国有和

外资企业 (孙林等, 2019) [24] 、 乳制品和谷物 (Sorgho
 

and
 

Larue, 2018) [25] 、 葡萄

酒和烈酒 (Leufkens, 2017) [26] 的贸易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并且地理标志对出口

扩展边际的作用大于集约边际 (Duvaleix
 

et
 

al. , 2021) [27] 。 此外, 还有学者进一步

研究在贸易协定中加入地理标志保护对贸易的影响, 例如 Curzi
 

和
 

Huysmans
(2022) [28] 研究发现, 质量更好、 市场份额更高的地理标志产品确实能受益于更强

大的外部法律保护, 如欧盟国家在 11 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加入地理标志法律保护促

进了其奶酪出口的二元边际。
总体来看, 现有文献集中于研究地理标志对企业出口行为 (出口价格、 出口

额) 的影响, 但缺乏地理标志对农产品出口提升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 同时也鲜

有结合国内国外市场, 从 “双循环” 角度识别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农产品出口效

果的研究。 基于此, 本文运用 2000—2016 年中国海关数据, 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

模型检验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本

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和贸易扩张

边际理论, 采用数理模型分析了地理标志认证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并进一步从

“双循环” 角度探讨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影响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机制和路径。 这

一研究既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应用与发展, 也是对中国出口农产品高质量发展道路

的初步探索。 第二, 基于海关出口数据, 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中欧地

理标志互认对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并比较中欧地理标志互

认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在不同目的国地理标志禀赋环境以及对不同产品类别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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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为中国与贸易伙伴在国际贸易中推动地理标志领域的合作提供理论和实证

依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理论模型

借鉴 Melitz (2003) [29] 的异质性企业模型, 基于不变替代弹性 (CES) 的效用

函数分析地理标志认证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假定消费者对于差异化产品有

相同的柯布—道格拉斯偏好 Uk
j = ∏

k
Uδ jk

jk , Uk
j 是严格递增且严格凹的效用函数, 且

连续两次可微; δ jk 是标准支出份额, ∑
k
δ jk = 1。 假设在市场中存在出口国 i 和进口

国 j , 地理标志是企业产品质量差异性的指标。 U jk 表示 k 产品在 j 国的消费效用:

U jk =[∑
i

∫
Ωijk

[λ ijk(v)q(v)]
εjk-1

εjk dv]
εjk

εjk-1 (1)

其中, q(v) 表示 v 种类中 k 产品的消费数量, Ωijk 表示在 i 国生产并出口到 j 国
的 k 产品的种类。 产品的替代弹性为 ε jk , ε jk > 1。 λ ijk 表示 j 国的消费者对在 i 国生

产的 k 产品的质量期望, 则 j 国对 v 种类中 k 产品需求的均衡数量为:

qijk(v) =[λ ijk(v)] εjk-1E jkP
εjk-1
jk [pijk(v)] -εjk (2)

其中, E jk 表示 i 国向 j 国出口 k 产品获得的收入, P jk 表示 k 产品在 j 国的价格指

数:

P jk =[∑
ι

∫
Ωιk

[
pιjk(v)
λ

ιjk
(v)

] 1-εjkdv]
-1

εjk-1 (3)

假定价格指数 P jk 与产品质量呈反比, 则 j 国的消费者认为 k 产品的质量为:

λ ijk(v) =[θike
ξiGI(v) ] η j (4)

若 i 国生产的 k 产品是地理标志产品, 则 GI(v) = 1; 反之产品质量为 θik 。 ξi 是
与地理标志相关的质量系数, η j 表示 j 国消费者对 k 产品的质量估值, j 国消费者越

认可地理标志, 认为其质量越高, 则对地理标志产品的需求会越高, 进口 k 产品的

数量就越多。 定义 ζij ≡ ξi × η j 为 j 国消费者对 i 国生产的地理标志产品的感知质量

弹性, 即需求效应 ζij 。
进一步定义考虑生产技术和市场结构的企业边际成本。 假定 i 国企业均在垄断

竞争市场结构下生产且均可生产多种产品。 假定 i 国 f 企业生产 k 产品出口到 j 国的

边际成本为:

cifjk =
ωif(θik)

αieβiGIifkτijk

φifk
(5)

其中, ωif 是 f企业的技术投入价格指数, τijk 是 k 产品从 i国运输到 j国的贸易成

本。 根据 Crino
 

和
 

Epifani (2012) [30] 的研究, 假定 k 产品出口到 j 国的边际成本随

着 f 企业生产 k 产品的效率提高而递减, 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而递增。 同时,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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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会产生额外的成本, 生产地理标志产品需要花费更多的费用 ( Mos-
chini

 

et
 

al. , 2008) [31] , 特殊的原料选择或额外的生产任务可能会导致更高的边际

成本。 (θik)
αi , αi ≥ 0 表示 f 企业生产非地理标志产品的成本转换系数, eβiGIifk 表示 f

企业生产地理标志产品的额外成本, βi 表示企业生产地理标志产品的成本弹性, 即

成本效应。 GIifk 表示 f 企业生产 v种类中 k 产品是否有地理标志认证, 有则 GIifk = 1,
反之 GIifk = 0。 φifk 表示 i 国 f 企业生产 k 产品的产量, φifk = φif × Rank -γ

ifk , γ > 0。 φif

表示生产核心产品的产量, Rank -γ
ifk 表示 k 产品在 f 企业生产中的排名。 假定多产品

企业有一个核心竞争产品, 增加产品种类会产生额外的成本, 降低生产率, 使企业

失去其核心竞争力。 因此, f 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会随着生产种类的增加而增加,
但与产量无关, 那么在 i 国生产 k 产品的利润为:

πif = ∑
j

∑
k
πifjk, πifjk = pifjkqifjk - cifjkqifjk - φifjke

K jGIifk (6)

其中, φifjke
K jGIifk 表示 i 国 f 企业出口 k 产品到 j 国的固定成本。 这里将企业出口

细分为出口扩展边际和出口集约边际, 分别讨论地理标志认证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的影响。 出口扩展边际表示为企业出口到目的国的可能性, 集约边际表示为企业出

口到目的国的贸易额。 在出口扩展边际方面, 当
pifjkqifjk

ε
> φifjke

K jGIifk 时, 即当企业出

口地理标志产品的收益大于生产地理标志产品的成本时, 企业才会选择出口。 因

此, i 国 f 企业出口 k 产品到 j 国的概率为:

Pr(qifjk > 0) = Pr[∏
ifjk

eK jGIifk / φifjk > - vifjk] (7)

在出口集约边际方面, 对式 (6) 求一阶导数可得, f 企业利润最大化下的价

格为:

pifjk =
ε jk

ε jk - 1
×
ωif(θik)

αieβiGIifkτijk

φifRank
-γ
ifk

(8)

由式 (8) 可得, 当 f 企业出口地理标志产品时, 其产品价格为 cifjk +
ε jk

ε jk - 1
,

地理标志带来了产品溢价
ε jk

ε jk - 1
, 出口溢价有利于集约边际的扩张。 同时, 进口

国消费者需求增加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大于地理标志认证给企业带来的额外生产成

本, 即正向的需求效应 ζij 大于负向的成本效应 βi , 地理标志认证带来的出口溢价

也会提高潜在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概率, 降低出口存续企业退出国外市场的概率,
有利于提高扩展边际,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地理标志认证有利于提高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二) 作用机制

地理标志认证代表着产品的特定质量、 信誉, 日益成为国际农产品领域的重要

竞争力。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打通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循环, 在国内外市场的合

力下提升特色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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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影响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机制图

1. 国内市场机制: 内需驱动与产业集聚效应

(1) 内需驱动效应。 新贸易理论强调, 一国内需增加形成的规模经济驱动了

出口的增加, 即本地市场效应的放大会促进出口扩张 ( Krugman, 1980) [32] 。 中欧

地理标志互认为产品的好品质和高安全性背书, 使获得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在质量

方面更有保障, 消费者只要认清产品名称就能购买到货真价实的地理标志产品

(王笑冰和林秀芹, 2012)。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也能引领生产者高质量的供给和创

造新的消费需求, 有助于释放本地市场潜能, 拉动国内消费者对特色农产品的需

求, 激发国内市场活力, 从而有利于企业通过规模化生产提高出口可能性和出口竞

争优势。 同时, 基于 “需求引致创新” 假说, 本地市场需求的提高会进一步促使

企业通过创新生产差异化产品 ( Matsuyama, 2002) [33] 。 企业为了在更大的市场需

求中获取更丰厚的利润, 会增加研发投入以提高技术水平, 来应对更加激烈的竞

争, 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通过内需驱动促进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2) 产业集聚效应。 地理标志认证对区域内的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也起到了强

有力的推动作用, 有助于将生产相对分散的农户和企业统一到龙头企业之下, 进而

迅速增强区域竞争优势, 提高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和质量, 形成规模经济与外

部经济 (Wilkinson
 

et
 

al. , 2017) [34] 。 Krugman (1980) 提出, 如果经济中存在贸

易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 那么企业在贸易中都倾向于出口本国市场规模较大的商

品。 一方面, 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加速外部优势资源以及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

向集群内集中, 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进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

本, 更大程度降低进入国外市场的风险, 增大出口的可能性, 有利于提高扩展边际

(白东北等, 2021) [35] 。 另一方面, 企业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受到周边专业化出口

企业的影响。 出口企业的空间集聚有利于知识外溢, 企业通过相互模仿和学习,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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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先进技术的扩散和传播, 进一步改进生产工艺和流程, 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 这

种正向的出口溢出效应可以推动企业更多地参与出口, 扩大出口规模, 提高出口集

约边际 (王永培, 2016) [36] ,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通过产业集聚促进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2. 国外市场机制: 质量升级与信号传递效应

(1) 质量升级效应。 地理标志互认要求获批使用地理标志的生产者遵守相关生

产规范和业务守则, 以符合产品的质量标准。 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标准可以促进供应

链中企业之间的纵向合作与知识共享, 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整个农业产业链的质量

升级 (Deselnicu
 

et
 

al. , 2013) [37] 。 同时, 地理标志认证通过塑造地方特色农产品品

牌, 也能倒逼农业生产经营者加强农产品研发投入, 促进农业技术进步, 提高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 提升农产品质量 (Hummels
 

and
 

Klenow, 2005) [38] 。 目前各国卫生与植

物卫生 (SPS) 措施、 技术性贸易壁垒 (TBT) 措施无论从通报数量、 通报频率还是

通报范围来看, 均呈现大幅增长态势, 这些市场准入门槛与产品质量直接挂钩, 成为

产品优胜劣汰的过滤器, 使得中国农产品出口频频受阻 (董银果和刘雪梅,
2019) [39] 。 地理标志互认在产品标准、 检验检疫以及企业注册认证标准等方面的要

求, 提高了生产过程的质量监管水平, 推动了出口农产品质量的提升, 不仅有利于突

破出口壁垒, 提高农产品进入国外市场的概率, 促进出口扩展边际, 而且也增强了出

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提高了出口集约边际 ( Huysmans
 

and
 

Noord,
2021) [40] ,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4: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通过质量升级促进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2) 信号传递效应。 地理标志认证在表示产品来源于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同

时, 也表明了地理标志产品具有可归因于其地理来源的质量、 声誉或其他特征, 再

加之政府背书, 决定了地理标志具有较强的标识功能 ( Calboli, 2015) [41] 。 一方

面,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有效保障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缓解了生产者与消费

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帮助消费者获取农产品信息, 降低农产品的搜寻成本, 为消

费者购买决策提供参考 (岳章名, 2020) [42] 。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提供的高水平待遇

也有利于中国相关产品获得欧盟消费者的认可。 消费者认为带有地理标志的产品具

有独特的味道、 颜色、 口感等品质特征, 因此愿意对带有地理来源标签的产品支付

更高的价格 (Crozet
 

et
 

al. , 2012) [43] 。 另一方面,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的标识功能也

减少了企业出口的不确定性和沉没成本。 根据 Chaney (2008) [44] 的贸易扩张边际

模型, 贸易成本下降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企业生产率

水平和产品替代弹性。 地理标志认证塑造的产品质量差异, 将进一步提高生产率高

与竞争力强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获得利润的概率, 而生产率低且竞争力弱的企业

只能留在国内市场, 这种自我选择效应逐渐提高出口企业的整体生产率水平, 促使

更多优质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提高了出口扩展边际, 同时也增加了出口规模和贸易

流量, 优化了出口集约边际 (Roselli
 

et
 

al. , 2018) [45] ,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5: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通过信号传递促进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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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 模型设定

1. 倾向得分匹配处理

为克服样本选择问题, 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原始样本进行筛选和匹

配, 以使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本文选择合适的协变量以找到与处理组最相近的

控制组。 地理标志禀赋是中国与欧盟签订地理标志互认协议的重要影响因素。 另

外, 贸易壁垒、 经济规模、 开放程度等因素也是中国与欧盟之间进行地理标志互认

的关键 (Leufkens, 2017; Bandyopadhyay, 2018[46] )。 因此, 本文将进口国 SPS 措

施、 进口国对外开放程度、 进口国经济水平、 进出口国地理标志禀赋差异等指标作

为协变量。
p(X) = Pr[Treatfkjt = 1 | X] = E[Treatfkjt | X] = F{f(X)} (9)

其中, f 、 k 、 j 、 t 分别表示企业、 产品、 目的国和时间。
 

X 是协变量集, 包括进

口国 SPS 措施 (SPSkjt) 、 进口国对外开放程度 (open jt) 、 进口国人均收入水平

(pgdp jt) 、 进出口国地理标志禀赋差异 (endowment_ diffkjt) 。
本文利用 Probit 模型估计个体进入处理组的概率, 根据结果计算每个样本的倾

向得分, 并根据倾向得分采用最邻近匹配法逐年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一对一

匹配。
2. 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由于中欧地理标志互认的产品生效时点不同, 采取的是逐步批准互认的方式,
因此采用扩展后的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Beck

 

et
 

al. , 2010) [47] 来评估中欧地理标

志互认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 即将所有不同时点下中欧地理标志互认产品纳入

同一模型中, 将中欧地理标志互认生效之前的产品作为控制组, 之后的产品作为处

理组, 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构造多时点双重差分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①, 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Yfkjt = α + βTreatfkj × Postfkjt + γ∑Controlkjt + λ ft + λkt + λ jt + εfkjt (10)

其中, Yfkjt 为被解释变量, 包含出口扩展边际 (expdumfkjt) 和出口集约边际

(expfkjt) 。 Treatfkj 为是否是中欧地理标志互认产品的分组变量, 是则取 1, 否则取

0; Postfkjt 为处理期虚拟变量, 表示 f 企业在 t 年向 j 国出口的 k 产品是否为中欧地理

标志互认产品, 是则取 1, 否则取 0。 本文通过研究二者的交互项 Treatfkj × Postfkjt
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来探究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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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获得欧盟地理标志认证的 10 个产品分别是: 龙口粉丝 ( 2010. 10. 30 批准)、 琯溪蜜柚

(2011. 5. 11 批准)、 蠡县麻山药 ( 2011. 5. 11 批准)、 龙井茶 ( 2011. 5. 11 批准)、 陕西苹果 ( 2011. 5. 11 批

准)、 金乡大蒜 ( 2011. 11. 1 批准)、 镇江香醋 ( 2012. 6. 13 批准)、 盐城龙虾 ( 2012. 8. 9 批准)、 平谷大桃

(2012. 10. 26 批准) 和东山白芦笋 (2012. 11. 18 批准)。 如果以 2011 年 3 月中国和欧盟各自确定的 “10+10”
地理标志产品互认试点产品清单作为时间点进行标准双重差分模型估计, “一刀切” 的做法可能会造成估计

偏差; 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能体现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认的现状, 较为准确地估计出地理标志互认的贸易效

应。



Controlkj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其中 SPSkjt 代表进口国 SPS 措施, 用 t - 1 期进口国在

HS2 位码层面的通报数来衡量; open jt 代表进口国的对外开放水平, 以进口国的进

出口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用来衡量进口国对外经济的关联度;
pgdp jt 代表进口国的人均收入水平, 用来衡量进口国的消费水平和层次; exchangejt
代表人民币汇率, 采用美元作为中介衡量标准进行换算, 用以控制贸易成本的影

响; endowment_ diffkjt 表示进出口国地理标志禀赋差异, 用出口国和进口国在 HS2
位码上拥有的地理标志数量差来衡量①。 λ ft 、 λkt 和 λ jt 分别表示企业—年份、 产品—
年份和目的国—年份固定效应, 用来控制企业、 产品和目的国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

测变量; εfkjt 为误差项, 聚类在 HS6 位码产品层面; β 为核心估计参数, 代表中欧地

理标志互认对农产品出口的净效应。
(二) 数据说明

基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 本文选取了中国出口欧盟的企业—产品—目的国

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样本期内欧盟国家包括 28 个成员国②, 样本的时间跨度

为 2000—2016 年, 所研究的农产品主要涵盖中欧地理标志互认的 HS02 (肉类)、
HS03 (水产品)、 HS04 (乳制品)、 HS07 (蔬菜类)、 HS08 (水果类)、 HS09 (咖

啡、 茶叶及香料)、 HS19 (谷物、 粮食粉) 和 HS22 (饮料、 酒及醋)。
本文数据来源如下: 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的 HS6 位码出口数据来源于中

国海关数据库; SPS 措施数据来源于 WTO 的 SPS 措施通报系统; 对外开放程度、
汇率和人均 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出口国 (中国) 地

理标志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农业农村部和地理标

志网; 进口国 (欧盟国家) 地理标志数据来源于 eAmbrosia 数据库。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分析
 

由于中欧地理标志互认生效的时点不同, 本文采用逐年匹配方式 (一对一不

重复最邻近匹配法) 为处理组找到合适的控制组, 即先计算出中欧地理标志互认

生效的预测概率值, 然后为每个地理标志互认产品找到唯一一个控制组中的非互认

产品。 为了验证匹配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对匹配前后的样本进行了平衡性检验③。
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处理后, 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在贸易壁垒、 经济规模、 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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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地理标志产品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上, 由于中国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现国家知识产权局)、 原

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现国家知识产权局) 及原中国农业部 (现中国农业农村部) 等三部委均具

有地理标志认证及审批权, 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 本文面向三部门进行了地理标志产品数据的全面收集。 借

助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第四版) 》 和 《海关进口税则 ( 2007 版) 》, 得到同一生产地、 同一 HS2 位码产

品历年累计的地理标志个数。
在样本期内欧盟共有 28 个成员国: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塞浦路斯、 克罗地亚、 捷克、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荷

兰、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和英国。
限于篇幅, 未报告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具体包括控制变量标准化偏差、 共同倾向评分以及匹配前后核

密度图, 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程度和地理标志禀赋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即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是否生效独立于匹

配变量, 从而满足了因果推断中平行趋势的假设。
(二) 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 1 的回归结果来看,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上对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均产生正向影响, 即地理标志互认有利于出口

贸易广度扩张和深度增长, 假说 1 得到支持。 具体来说,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提高了

农产品的知名度, 使农产品获得了进入欧盟市场的 “通行证”, 提高了产品进入国

际市场的概率, 促进了贸易畅通, 更好地推动特色农产品 “走出去”。 一方面, 地

理标志农产品的经济价值体现在品牌、 特色、 品质和良好信誉上, 不仅能够有效传

递产品的质量信息, 增强产品识别度, 而且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与价值能够得到有

效保障, 从而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产品的竞争力也有效提高。 另一

方面, 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都有严格的法定产地范围、 技术标准规范和质量控制要

求, 有利于特色农产品打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 从而顺利进入发达国家市

场, 参与国际竞争。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Treat × Post 　 　 0. 4568∗∗∗ 　 　 0. 9686∗∗∗ 　 　 0. 4061∗∗∗ 　 　 0. 5808∗∗∗

(10. 88) (7. 38) (9. 64) (4. 43)

Control 否 否 是 是

常数项
0. 5146∗∗∗ 1. 3383∗∗∗ 0. 7142∗∗∗ 0. 9269∗∗∗

(27. 75) (23. 08) (13. 77) (5. 75)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目的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64
 

405 164
 

405 164
 

405 164
 

405

注:∗∗∗ 、∗∗和∗分别表示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t 值。 下表同。

(三)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从控制时间趋势、 Heckman 两步法、 地理标志互认

冲击时点选择与安慰剂检验以及共同趋势假设检验与动态效应估计等方面进行稳健

性检验。 以上四种稳健性检验结果①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证明了基准回归结

果的稳健性。
(四) 异质性检验

为了检验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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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结果查阅同前。



从产品层面、 国别层面①和双边地理标志禀赋②
 

层面分别进行异质性检验。 结果见

表 2 和表 3 所示。
从产品类别来看,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水果出口的影响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

长, 而蔬菜出口则主要受到扩展边际推动。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能使蔬菜出口到更多

国家, 提高出口扩展边际。 相比于蔬菜, 中国果品的出口竞争力较弱。 长期以来,
中国水果出口以鲜果类初级产品为主, 精深加工较少, 附加值较低。 相比于发达国

家, 中国缺乏富有竞争力且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优势特色产品, 产品标准化水平

偏低, 导致生产的水果虽符合国内标准, 但出口困难重重, 地理标志互认促进了果

品的专业化生产, 更好地将特色果品推向欧盟市场。
从进口国地理标志禀赋环境来看, 地理标志互认对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均显著为正, 但出口到地理标志禀赋丰富国家的作用强于出口到低禀赋国家。 进口

国地理标志认证数量越多, 消费者对地理标志产品越熟悉, 越认可地理标志产品的

质量, 愿意支付的产品价格越高, 从而地理标志对出口的影响也越大。

表 2　 产品类别和进口国地理标志禀赋环境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产品分类 进口国地理标志禀赋

蔬菜 水果 高禀赋国家 低禀赋国家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5) (6) (7) (8)

Treat × Post 　 0. 4386∗∗ 　 0. 5960 　 0. 2595 　 0. 7124∗∗∗　 1. 1982∗∗∗ 　 1. 4456∗∗∗ 　 0. 3286∗∗∗ 　 0. 5175∗∗∗

(3. 51) (0. 80) (0. 70) (7. 11) (8. 42) (8. 56) (11. 02) (5. 34)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 1951∗∗∗ 3. 5964∗∗ -1. 0686 -0. 8918∗∗∗ -0. 1468 4. 8545∗∗∗ 0. 3365∗∗∗ 0. 4764∗∗∗

( -5. 43) (2. 73) ( -1. 33) ( -4. 09) ( -0. 59) (16. 47) (8. 57) (3. 74)
企业—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目的国—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6
 

314 66
 

314 20
 

592 20
 

592 69
 

070 69
 

070 95
 

335 95
 

335

从进出口国地理标志互认产品来看, 仅进口国拥有地理标志互认产品时, 中欧

地理标志互认对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 会形成贸易壁垒阻碍出口。
这说明地理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 限制了农产品出口,
这也是美国一直抵制欧盟在贸易协定中加入地理标志保护的原因 (Curzi

 

and
 

Huys-
mans, 2022)。 对比仅出口国拥有互认产品和双边均拥有互认产品后发现, 双边均

有互认产品对出口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国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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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照进口国地理标志禀赋分类, 欧盟国家中英国、 法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为地理标志高禀赋国家, 其

余国家为低禀赋国家。
HS2 位码产品层面仅出口国拥有地理标志互认产品的样本为 HS07、 HS08、 HS09、 HS19 和 HS22; HS2

位码产品层面仅进口国拥有地理标志互认产品的样本为 HS02 和 HS04; HS2 位码产品层面进口国与出口国共

同拥有地理标志互认产品的样本为 HS03。



表 3　 进出口国地理标志认证情况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出口国单边互认产品 进口国单边互认产品 双边互认产品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5) (6)

Treat × Post 　 0. 4494∗∗∗ 　 0. 8847∗∗∗ 　 　 -0. 3735∗∗∗　 　 -0. 5262∗∗∗ 　 1. 0894∗∗ 　 1. 3767∗∗∗

(10. 10) (4. 19) (-18. 88) (-11. 54) (2. 19) (4. 60)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8000∗∗∗ 1. 0381∗∗ -0. 4298∗∗∗ -0. 8431∗∗∗ 4. 0164∗∗∗ 0. 6526∗

(11. 09) (3. 03) (-13. 84) (-11. 79) (6. 56) (1. 77)
企业—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目的国—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94
 

116 94
 

116 44
 

987 44
 

987 25
 

302 25
 

302

五、 机制检验: “双循环” 视角

(一)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提升农产品出口的具体作用机制, 本文借鉴温忠麟

等 (2004) [48] 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构建如下模型:

Tfkjt = α + β1Treatfkj × Postfkjt + γ∑Controlkjt + λ ft + λkt + λ jt + εfkjt (11)

Yfkjt = α + β1′Treatfkj × Postfkjt + φTfkjt + γ∑Controlkjt + λ ft + λkt + λ jt + εfkjt

(12)
其 中, Tfkjt 分 别 表 示 内 需 规 模 (domestic_ demfkjt) 、 产 业 集 聚

( industry_ aggfkjt) 、 质量升级 (quality_ upgfkjt) 和信号传递 ( signal_ transfkjt) 。
(二) 中介变量的测度

(1) 内需规模 (domestic_ demfkjt) 。 借鉴王永培 (2016) 的方法, 利用市场潜能

函数度量产品所在省份的内需规模。 (2) 产业集聚 (industry_ aggfkjt) 。 采用赫芬达

尔—赫希曼指数 (HHI) 来表示产业集聚程度。 (3) 质量升级 (quality_ upgfkjt) 。
选取当期与上一期的质量差来表示质量升级。 借鉴 Khandelwal

 

等 (2013) [49] 的做

法, 使用残差法来测度出口产品质量。 (4) 信号传递 ( signal_ transfkjt) 。 Duvaleix
 

等 (2021) 研究发现, 地理标志认证是一种产品质量信号, 传递产品的独特性,
一方面会提高进口国消费者对地理标志产品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会降低消费者的价

格敏感度, 即使地理标志产品的价格高于普通产品, 消费者也愿意为其支付更高的

价格。 因此, 本文选取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作为信号传递的代理变量。 借鉴 Krish-
namurthi

 

和
 

Raj (1991) [50] 的研究, 采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中国农产品的出

口价格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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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介机制检验

1. 国内市场机制: 内需驱动与产业集聚效应检验

地理标志互认的内需驱动与产业集聚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内需驱动

效应来看, 地理标志互认对内需规模的影响显著为正, 内需规模与出口二元边际也

均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地理标志互认通过扩大内需规模来驱动出口增长, 假说 2 得

到支持。 地理标志互认带来的本地市场需求的扩大, 吸引了更多生产者进入高质量

产品市场, 提高了企业的出口扩展边际。 同时, 不断提高的市场需求也为出口企业

提供技术创新的资本和激励, 赋予高质量产品除成本竞争优势外的其他优势, 进而

提高出口集约边际。
从产业集聚效应来看, 地理标志互认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 产业集聚对

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 但对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 假说 3 得到部分

支持。 地理标志对区域内的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但并未推

动农产品出口。 一般情况下, 只有高效率的集聚才能发挥地理标志认证对农产品出

口的辐射带动作用。 然而实践中, 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 在地理标志建设初期会

过度追求集聚的速度和规模, 盲目投入。 地理标志是由集体共建共享的, 集体内

“搭便车” 的机会主义行为, 容易使集体成员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这不仅造成了

“形聚而神不聚” 的低效集聚, 也会带来资源闲置与浪费, 从而抑制了地理标志互

认的集聚驱动效应。

表 4　 内需驱动与产业集聚效应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内需驱动效应 产业集聚效应

内需规模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产业集聚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5) (6)

Treat × Post 　 　 0. 2036∗∗∗　 　 0. 3502∗∗∗　 　 0. 4334∗∗　 　 0. 0238∗∗∗　 　 0. 3921∗∗∗　 　 0. 5772∗∗∗

(9. 73) (8. 39) (3. 33) (7. 21) (9. 32) (4. 41)

domestic_dem 0. 2747∗∗∗ 0. 7240∗∗∗

(54. 21) (45. 81)

industry_agg 0. 5880∗∗∗ 0. 1490
(18. 17) (1. 48)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2. 4408∗∗∗ 0. 0436 -0. 8403∗∗∗ 0. 4452∗∗∗ 0. 4524∗∗∗ 0. 8606∗∗∗

(94. 71) (0. 83) ( -5. 10) (109. 38) (8. 41) (5. 14)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目的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64
 

405 164
 

405 164
 

405 164
 

405 164
 

405 164
 

405

2. 国外市场机制: 质量升级与信号传递效应检验

地理标志互认的质量升级与信号传递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质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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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来看, 地理标志互认对质量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 质量升级与出口二元边际也

均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地理标志互认通过提升农产品质量来驱动出口增长, 假说 4
得到支持。 农产品质量升级有助于突破进口壁垒, 获得出口增长新动能, 实现农产

品优质优价, 进一步促进出口二元边际的提升。
从信号传递效应来看, 地理标志互认对信号传递的影响显著为正, 信号传递对

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也显著为正, 地理标志互认的信号传递效应得到验证, 即假说

5 得到支持。 地理标志认证背后的质量、 安全等信息提高了产品辨识度和消费者购

买意愿, 塑造了特色农产品的差别化竞争优势, 消除了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农产品低

价的刻板印象, 从而再造中国特色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表 5　 质量升级与信号传递效应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质量升级效应 信号传递效应

质量升级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需求价格弹性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5) (6)

Treat × Post 　 　 0. 6723∗∗∗　 　 0. 3247∗∗∗　 　 0. 3771∗∗　 　 0. 1443∗∗∗　 　 0. 3726∗∗∗　 　 0. 4921∗∗∗

(12. 10) (7. 81) (2. 90) (7. 26) (8. 90) (3. 77)

quality_upg 0. 1212∗∗∗ 0. 3029∗∗∗

(63. 68) (50. 96)

signal_trans 0. 2326∗∗∗ 0. 6145∗∗∗

(43. 41) (36. 81)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8725∗∗∗ 0. 6085∗∗∗ 0. 6626∗∗∗ 0. 9358∗∗∗ 0. 4965∗∗∗ 0. 3519∗∗

(12. 75) (11. 88) (4. 14) (38. 26) (9. 59) (2. 18)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目的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64
 

405 164
 

405 164
 

405 164
 

405 164
 

405 164
 

405

六、 结论与启示

地理标志基于自然、 历史人文等因素塑造农产品的差异性, 提高了农产品附加

值。 随着地理标志成为知识产权协议的重要内容, 地理标志认证在欧盟和中国快速

发展。 针对中欧地理标志互认的贸易效应, 本文在理论分析地理标志认证对农产品

出口影响机理的基础上, 基于 2000—2016 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 构建多时点双重

差分模型, 实证检验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 (1)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显著提升了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 且对

集约边际的效应大于扩展边际。 (2) 从产品层面来看,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水果

出口的影响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展开, 而主要通过扩展边际推动蔬菜出口。 (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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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产品出口到地理标志禀赋丰富的国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更大; 仅进口国拥

有互认产品会形成贸易壁垒, 相比于出口国单边, 贸易双边均拥有互认产品更能促

进出口二元边际增长。 (4) 机制检验表明,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农产品出口二元

边际的影响是在 “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作用下产生的。 在国内市场, 通过内需驱

动发挥本地市场效应, 促进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 在国外市场, 通过质量升级突破

出口壁垒, 并通过信号传递引致进口需求和降低企业成本, 提高农产品出口二元

边际。
根据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有策略地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地

理标志互认合作。 2020 年中国已同欧盟完成了中欧 “100+100” 地理标志产品互

认, 后续除了要进一步扩展与欧盟互认的产品名单, 也要依据农产品的属性特征、
贸易伙伴的经济发达程度以及其地理标志认证水平, 积极推进同 RCEP 成员国、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产品互认工作。 第二, 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推进地理标

志认证。 我国政府不仅要认识到国内需求对出口的重要性, 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

设, 引导出口企业加强对国内市场的重视, 还要参照国际同行业质量标杆, 在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框架下积极推进地理标志的申请认证。 第三, 通

过最低质量标准、 奖惩机制摆脱地理标志产品的低效集聚困境。 一方面, 通过调整

最低质量标准, 建立切实可行的地理标志产品使用标准以及使用主体退出和处罚机

制; 另一方面, 要对生产者、 经营者行为进行严格规范, 保证品牌农产品品质的稳

定性, 达到最优集聚效率, 从而保证产品品质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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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oting
 

Effect
 

of
 

Mutual
 

Recogni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xports
—A

 

Mechanism
 

Research
 

from
 

a
 

“Dual
 

Circulation”
 

Perspective
QIAN

 

Weiwen　 DONG
 

Yinguo
Abstrac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 GIs)
 

signify
 

the
 

distinctive
 

quality
 

and
 

good
 

repu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providing
 

a
 

favorable
 

strat-
egy

 

for
 

stabilizing
 

agricultural
 

exports
 

in
 

Chinas
 

“ dual
 

circulation”
 

pattern.
 

This
 

paper
 

employs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influential
 

mechanism
 

of
 

GI
 

certification
 

on
 

ag-
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s,
 

and
 

constructs
 

a
 

time-vary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mutual
 

recognition
 

of
 

GI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s
 

based
 

on
 

the
 

export
 

data
 

of
 

China
 

Customs
 

from
 

2000
 

to
 

2016.
 

The
 

findings
 

show:
 

(1)
 

Mutual
 

recognition
 

of
 

GIs
 

be-
tween

 

China
 

and
 

Europ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binary
 

margi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xports,
 

with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intensive
 

margin
 

compared
 

to
 

the
 

extensive
 

margin.
 

These
 

results
 

hold
 

true
 

after
 

conducting
 

placebo,
 

counterfactual,
 

and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2)
 

At
 

the
 

product
 

level,
 

mutual
 

recognition
 

of
 

GI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pri-
marily

 

influences
 

fruit
 

exports
 

through
 

the
 

intensive
 

margin,
 

while
 

vegetable
 

exports
 

expe-
rience

 

a
 

boost
 

primarily
 

through
 

the
 

extensive
 

margin.
 

( 3)
 

Chinas
 

exports
 

to
 

GI-rich
 

countrie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binary
 

margin
 

of
 

agricultural
 

exports,
 

where
 

bilater-
al

 

ownership
 

of
 

GI
 

products
 

fosters
 

greater
 

growth
 

in
 

the
 

binary
 

margin
 

of
 

Chinas
 

agricul-
tural

 

exports
 

compared
 

to
 

unilateral
 

ownership
 

by
 

exporting
 

countries.
 

Conversely,
 

unilat-
eral

 

ownership
 

of
 

GI
 

products
 

by
 

importing
 

countries
 

creates
 

trade
 

barriers.
 

( 4)
 

The
 

mechanism
 

test
 

demonstrates
 

that
 

the
 

effect
 

of
 

mutual
 

recognition
 

of
 

GI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binary
 

margin
 

of
 

agricultural
 

exports
 

occurs
 

under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dual
 

circulation”.
 

In
 

the
 

domestic
 

market,
 

the
 

local
 

market
 

effect
 

is
 

driven
 

by
 

domes-
tic

 

demand,
 

promoting
 

the
 

binary
 

margin
 

of
 

agricultural
 

exports.
 

In
 

the
 

foreign
 

market,
 

quality
 

upgrading
 

overcomes
 

export
 

barriers,
 

and
 

signal
 

transmission
 

stimulates
 

import
 

de-
mand,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the
 

binary
 

margin
 

of
 

agricultural
 

export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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